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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教育研究

非典型的下延型发生路线
———中国现代各级学校系统形成中的三次反复

杜成宪

［摘　 要］　 现代各级学校系统一般循着两条路线发生，即从较高等级学校向较低等级学校逐级

向下延伸而形成的系统，称为“下延型学校系统”（如先行的西欧国家）；从较低等级学校向较高等级

学校逐级向上延伸而形成的系统，称为“上伸型学校系统”（如后起的美国）。中国现代各级学校系统

的发生路线既非“下延型”，也非“上伸型”，而是一种非典型的下延型，即先建立大学，继之以小学，而

中学殿后，这样的过程在清末民初、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八九十年代先后三次重复发生，直至第三次才

建成现代各级学校系统。它始于 １８６２ 年京师同文馆开办，迄于 ２０ 世纪末，历时 １４０ 年。

［关键词］　 现代各级学校系统；下延型；上伸型；非典型的下延型；中国教育现代化

一

通常认为，各级学校系统一般循着两条不同的路线发生，即从较高等级的学校向较低等级的学

校逐级向下延伸而形成的系统，称为“下延型学校系统”；从较低等级的学校向较高等级的学校逐级

向上延伸而形成的系统，称为“上升型学校系统”。先行的西欧发达国家属于下延型学校系统，而后

起的美国则属于上伸型学校系统，起步更晚的日本则是参照别国体制而一举确立学校制度。①中国作

为后发的教育现代化国家，其各级学校系统的形成究竟经历了一条什么样的路线？本文认为其发生

路线既非美国那样的上伸型，也非西欧国家那样典型的下延型，而是一种非典型的下延型。

杜威曾经说过：“从整体上看，学校制度（系统）是自上而下发展起来的。在中世纪，主要是一批

专业学校———特别是法学和神学学校。我们现在的大学是从中世纪发展而来的。我不是说现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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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是中世纪的制度，但发源于中世纪，而且中世纪关于学术的一切传统直到现在还没有消失。”①

按照杜威的看法，学校系统的形成“从整体上看”是一个下延过程，这个下延过程起始于欧洲中世纪

的“大学”，即一批专业学校。杜威说的是人类学校系统形成的总体趋势，而具体到个别国家学校系

统的发生，情况就会复杂得多。中国现代各级学校系统的形成过程是一种非典型的下延型路线，是

指从近代社会起，中国建立学校系统是从建立较高等级的学校起，然后向下延伸。然而，这种向下的

延伸未及顺序实现，国家又开始关注起教育基础阶段的小学的建设，于是学校系统中的最低一级继

之以最高一级得以发展起来。这就造成中国从近代以来各级学校系统建立过程中的特有现象，即大

学先行，小学继之，而中学相对滞后，这又导致中学教育发展的长期薄弱状况。有学者指出，“这是中

国现代教育事业发展中的一个基本特点，也是中国现代教育开端以后直至 ２０ 世纪末持续近百年的

一个基本现象，曾被人形象地称为‘铜头铁脚豆腐腰’。这种情况，直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后期，随着

逐步普及和巩固九年制义务教育以及开始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才得以改变。”②事实也大致如此！中

国的各级学校系统的形成过程有两个问题需要引起注意，即一，非典型的下延型发生路线；尤其是

二，这样的过程还三次反复重演，直至 ２０ 世纪末期方告最终完成，历时一个多世纪。

二

中国现代各级学校系统的发生始于洋务学堂的兴办。从 １８６２ 年京师同文馆创办到 １９ 世纪末维

新教育改革的 ３０ 多年里，兴办各类洋务学堂约 ３０ 所。这些学堂多为专门学校，层级上比较模糊，大

致相当于大专和中专。除此，洋务学堂并无普通中小学校。可以说由洋务学堂为起点的中国现代各

级学校系统的发生，是从高等教育的建立开始的，然而在 ３０ 多年里各级学校系统的构建乏有建树，

只是到了维新运动时期情况才有所变化。１８９５ 年和 １８９６ 年，盛宣怀先后在天津和上海创办天津中

西学堂和南洋公学，这是两所在一校之内包含各级学校系统的学校个案。前者，设头等学堂和二等

学堂二级，表现出下延型设学路线；后者，先后设置师范院、外院、中院、上院，是整体形成各级学校系

统的路线。但毕竟这只是在一所学校内的试验。接踵而至的 １８９８ 年夏“百日维新”中有一项重要的

教育制度设计，即在京师设大学堂，而将各省城大书院改为高等学堂，郡城书院改为中学堂，州县书

院改为小学堂。③ 这是一个完整的各级学校系统，却随着变法的失败而变成一纸空文，只有京师大学

堂成为现实中的学校。可见，中国第一次现代各级学校系统的构建，最先建立起来的是大学，也就意

味着现代各级学校系统的建立是从高等教育开始而向下延伸的。

“癸卯学制”的颁行是中国现代各级学校系统形成的重要事件，这一单轨制的学制设计了小学、

中学、大学三段七级的各级学校系统，呈现出一举建立现代各级各类学校系统的意图。然而，这一学

制设计上的先天不足，造成中国现代各级学校系统形成的特殊方式，也即本文所谓非典型的下延型

路线。首先，小学阶段过长，初小五年、高小四年，长达九年，固然使小学发展占据有利地位，但在整

个学制中所占年份过多，造成对其他学段的挤压；其次，中学五年则嫌偏短；其三，中学堂之上又设高

等学堂（大学预科）三年，也造成对中学的挤压，同时又使中学堂与高等学堂的职责不清。因此，“癸

卯学制”中各级学校之间关系不清，衔接不顺，重重叠叠；在各级学校中，大学已率先建立起来，并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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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四五十年历史，小学的地位很明确，唯有中学的地位并不明晰。尤其是清朝末年议行立宪时期

提出普及普通教育目标之后，小学教育尤其是初小教育更得重视，小学更趋于加强，中学的薄弱更显

突出。这种学校层级结构上的问题也实际影响了各级学校和各级教育的发展。有学者做过统计，到

１９０９ 年，不包括京师，全国普通教育大中小学校数和在校学生数分别为：小学堂 ５００００ 余所，学生近

１５０００００ 人；中学堂 ４３８ 所，学生 ３８８８１ 人；高等学堂、大学堂和专门学堂共 １０４ 所，学生 １８６００ 人，实

在不相称。① 由此也反映了中国各级学校系统形成的特点：先建立起大学，继之以小学，中学则明显

滞后。中学发展滞后的情形在民国建立后改观不大，学制结构设计上的问题恐怕是重要原因。

１９１２—１９１３ 年形成的“壬子癸丑学制”虽然初小、高小各缩短 １ 年，但将本就嫌短的中学 ５ 年学制又

缩减 １ 年，所以清末学制中各级学校结构上的不合理情况并未解决，甚至更严重。

变化发生在 １９２２ 年“新学制”颁行以后。“新学制”在中小学校的基本结构上采取了六三三分

段，即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其中小学又分为初小四年和高小二年，初小规定为义务教育

阶段。较之之前的各级学校结构，“新学制”的特点是：小学又缩短 １ 年，变为 ６ 年；中学则延长了 ２

年，达到 ６ 年；中学三三分段，初中定位在“普通教育”，而高中则采用综合中学制度，兼顾升学与就

业；取消了中学和大学的预科。显而易见，在这个学制中得益最大的是中学，精华也是在中学。由于

中学得到加强，使整个学制变得协调，各级学校结构臻于合理。加之 １９２７ 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对

教育也有了更多重视和投入。自此起，中学出现了显著发展。有学者统计，从 １９０７ 年到 １９２５ 年，中

学生数由 ３１６８２ 人增加到 １２９９７８ 人，１８ 年间增加约 ４ 倍，年均增长率为 ８． １６％；从南京国民政府有

第一次教育统计的 １９２８ 年到最后统计的 １９４６ 年，也是 １８ 年，中学生数由 １８８７００ 人增加到 １４８５１４７

人，增加了近 ８ 倍，年均增长率为 １２． １６％。② 由于在学制上的地位得到明确，在实践中取得显著发

展，中学教育得到加强，可以说，中国现代各级学校系统大体形成。

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意味着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由于政权性质改变，新国家自然需要重新建

设教育事业，何况国民政府留下的学校遗产不堪称优。于是，中国学校开始了再一次建设过程。

１９５１ 年 １０ 月颁布政务院《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这“一方面反映了我们政权的性质，另一方面

适应了建设的需要”③的共和国学制规定，小学修业年限 ５ 年，取消原学制四二分段，实行五年一贯

制；中学修业年限 ６ 年，分初、高两级，各 ３ 年，单独设立。另设工农速成中学修业年限 ３ ～ ４ 年，以及

业余中学与中等专业学校等；高等教育，大学和专门学院修业年限以 ３ ～ ４ 年为原则，专科学校修业

年限 ２ ～ ３ 年，大学和专门学院可设研究部。这是一份整体建设各级学校系统的蓝图。然而，随着国

家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与实施，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步伐成为十分迫切的要

求。④ 建设需要人才，大学自然成为发展教育的抓手。于是又一次形成由大学开始的各级学校系统

生成的非典型下延型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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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１ 年 １１ 月，教育部在苏联专家参与下召开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议定全国工学院调整方案。

调整的理由是：高校地区结构不合理，多数院校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规模小，师资设备分散，使

用不经济，教学质量难以保证；类型结构不合理，系科庞杂，比例失调，文重工轻，缺门甚多，培养人才

不够专精，数量也远不敷需要。这是由旧中国民族工业弱小、没有重工业的经济特点所决定的。这

些问题如不解决，国家不可能有独立自主的发展。重建中国高等教育的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由此揭开

序幕。而小范围的院系调整前奏早在 １９４９ 年底就已开演，如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的教育系并入北京

师范大学；１９５１ 年 １０ 月，以大夏大学、光华大学为基础，调入圣约翰大学、复旦大学等校相关学科，成

立华东师范大学。到 １９５２ 年底，全国 ３ ／ ４ 院校完成调整工作，形成一批综合性大学，如北京大学、南

开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中山大学等；一批多科性高等工业学校，如清华大学、天津大

学、浙江大学、重庆大学、南京工学院等；成立一批专门学院，如北京地质学院、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北

京航空工业学院、北京林学院、北京机械化农业学院、中央财经学院、北京政治学院、华东化工学院、

华东水利学院、华东航空工业学院等；撤销一批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如辅仁大学、燕京大学、金陵大

学、齐鲁大学、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震旦大学、岭南大学等。１９５３ 年，调整继续进行，以中南区为重

点。① 高校院系调整使工科院校得到发展，综合性大学受到整顿，私立高校全部公办，加速了工业人

才和师范类人才培养，为中国工业化建设和科学技术发展提供了一定的人才基础。然而，这一以工

业化发展为导向的高等教育体制，也彻底改变了清末民国历经半个世纪的积累才形成的现代高等教

育体制。因此，共和国教育最先建立起来的学校层级是大学。

中小学校改革也相继而行。《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认为，我国原有学制最重要缺点是工人、农

民的干部学校和各种补习学校在学制中没有地位；小学校修业 ６ 年并分为初、高两级，使劳动人民子

女难以受到完全的初等教育；技术学校没有一定制度，不能适应培养建设人才的要求。因此提出：将

小学改为五年一贯制；将中等教育分为两类，即中学、工农速成中学、业余中学与专业技术学校，前者

是普通教育，后者为专业教育。② 实施结果却不理想。

尽管学制设计者意在通过“五年一贯制”来修正四二分段的小学旧学制缺陷，但在全国小学实施

后遇到极大困难，即教学要求提高了，教材、师资和经费条件都难跟上。于是，１９５３ 年 １１ 月政务院发

布《关于整顿和改进小学教育的指示》，停止推行五年一贯制，恢复四二分段的六年制。③ 改革又回

到原点。之后，１９５８ 年“教育大革命”中又提出缩短中小学修业年限主张，开始“十年制”（含小学“五

年一贯制”）试验，而在 １９６３ 年的调整期间又恢复为“六三三制”。由此证明，“六三三制”是经历了

考验适合中国国情的，小学六年学制是成熟的因而也是有效的。由此又说明，经过数次反复，小学阶

段是共和国各级学校系统中第二块稳定下来的学校层级。

中学情况相对复杂。首先，《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规定中学、工农速成中学、业余中学的培养目

标都以升学为主，确定“工农速成中学由高等学校附设，作为高等学校的预备学校”，目的是“可以逐

渐改变高等学校的学生成分，使高等学校确实面向工农开门”。④ 显然，工农速成中学这一创造更多

是出于政治考虑，接轨的是老解放区教育和苏联教育经验，缺乏对可行性的深入研究，因此就十分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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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院：《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１９５０ 年 １０ 月 １ 日），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１９４９—１９７５）》，第
１０６ 页。

政务院：《关于整顿和改进小学教育的指示》（１９５３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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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１９５５ 年 ７ 月教育部和高等教育部联合下发《关于工农速成中学停止招生的通知》，从当年秋季起

工农速成中学停止招生，理由是：“实践证明，对工农干部文化科学知识的学习，不用循序渐进的方法

而用短期速成的方法，使之升入高等学校，从根本上说来，并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①

其次，《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采纳南京国民政府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分途、各自功能独立的中

等教育制度模式，开设中学、工农速成中学、业余中学与中等专业学校两类学校，然而并未很好吸取

民国时期已经形成的职业教育体系。因此，在学制设计上缺乏完整的职业教育思路，“有偏重学术训

练和升学主义的倾向”。② 确实，初级技术学校和技术学校两级中等专业学校，任务是“培养工业、农

业、交通、运输等方面的中级和初级人才”。③ 还规定两级技术学校毕业生应在生产部门服务满一定

年限后，得经过考试，“分别升入技术学校、高级中学或各种高等学校。”④普通中学本就明确以升学

为职志，专业学校也体现强烈的升学导向，如此设计的中学阶段显然缺陷很大。后来所遇到的严重

问题可资证明———大量中学毕业生难以升入大学，而走向社会又缺乏一技之长，这也成为非议“十七

年”教育脱离生产劳动的口实，６０ 年代开始的鼓励青年学生到农村去的政策也与之有关。１９５８ 年 ５

月刘少奇发表《我国应有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的讲话，提出实行全日制教育和半工半读教

育“两种教育制度”的设想，⑤并成为国家一项重要决策，在随之而起的“教育大革命”中得到相当发

展，产生了大量厂办学校、农业中学和劳动大学、工业大学。有学者指出，“两种劳动制度”的实施符

合当时中国社会发展水平，有利于基础教育普及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但也表现出“双轨制”特

征，即全日制学校的英才教育与半工半读学校的大众教育。⑥

进入 １９６０ 年代后，党中央决定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也成为文化教育

工作的方针。对“教育大革命”中的冒进进行调整，调整的主题是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既要对“教育

大跃进”纠偏，却又无法再回到苏联的那一套上去，所以迫切需要有个办学规范。１９６１ 年 ９ 月中共中

央发布和试行《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１９６３ 年 ３ 月又发布《全日制中学暂行工

作条例（草稿）》和《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稿）》，也即“高教六十条”、“中学五十条”和“小学

四十条”。由此，各级各类学校以教学为中心的秩序建立起来了。然而，从 １９６４ 年 ２ 月“春节谈话”

起，到 １９６６ 年 ５ 月“文革”爆发，毛泽东多次发表谈话，批评学校课程太多，讲授不得法，学生压力太

大，提出学制可以缩短，课程可以砍去。于是，一场更大的教育动荡即将发生，中国学校建设的正常

环境再一次丧失。

四

“文革”结束后，国家的建设百废待兴，教育事业经过拨乱反正也逐渐开始恢复与重建。教育的

恢复和重振需要一个抓手，如同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那样，这个抓手仍然落在了高等教育上。

１９７７ 年 ８ 月 ８ 日，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表示，高校招生“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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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以早出人才，早出成果。① 教育部遂下发《关于 １９７７

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决定恢复高校招生统一考试制度。１９７７ 年冬，全国 ５７０ 万考生走进被

关闭了 １１ 年之久的高考考场，当年录取大学新生 ２７． ３ 万人，于 １９７８ 年春季入学。随之，教育部决定

１９７８ 年高等学校招生实行全国统一考试（统一命题），各省市自治区组织考试。当年 ７ 月 ２０ ～ ２２ 日，

全国 ６１０ 万考生参加了此次完全意义上的全国高校招生统一考试，又有 ３０． ２ 万名新生于秋季跨进大

学校门。在紧张准备高校招生考试的 １９７７ 年 １１ 月，教育部、中科院联合发出《１９７７ 年招收研究生的

通知》，中断了 １０ 多年的研究生教育得以恢复。包括 ６０ 年代的大学生、７０ 年代的工农兵学员、少数

１９７７ 级大学新生共十几届学生于 １９７８ 年 ５ 月份参加考试。全国 ２１０ 所高校、１６２ 所研究机构共招收

研究生 １０７０８ 人，相当于“文革”前 １７ 年招收研究生总数的 ４６． ５６％。② 之后，又于 １９８０ 年 ２ 月第五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正式建立了学位制度。研

究生教育的恢复意味着中国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的形势全面好转。从 １９７７ 年起，全国陆续恢复、重

组和新建了数百所高等学校，其中不乏名校，如西南政法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央戏剧学院、中央美

术学院、北京电影学院、北京政法学院、西北政法学院、中央财政金融学院、暨南大学、华侨大学、中国

人民大学、北京农业大学等。到 １９８１ 年，全国普通高校由 １９７６ 年的 ３９２ 所，增加到 ７０４ 所；在校学生

从 １９７６ 年 ５６． ５ 万人，增加到 １２７． ９ 万人。③ １９７８ 年 ２ 月，为了集中力量办好一批重点高校，以期早

出成果，国务院转发《教育部关于恢复和办好全国重点高等学校的报告》，确定全国第一批重点高等

学校 ８８ 所，其中恢复原重点高校 ６０ 所，新增 ２８ 所，占当时全国高校总数 ４０５ 所的 ２２％。④ 当年 １０

月，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扩大招生问题的意见》，决定高校在完成国家下达的招生计划

后，可采用设立分校的办法，扩大招收新生。当年，全国普通高校从 １９７７ 年的 ４０４ 所增加到 ５９８ 所，

在校学生从 １９７７ 年的 ６２． ５ 万人增加到 ８５． ６ 万人。⑤ 也是在当年，教育部根据 ６ 月份召开的全国高

等学校文科教学工作座谈会精神，对高校专业设置作了调整，人文、财经、政法类学科受到重视，理工

科中的新兴、边缘学科取得发展。这样，在高、中、初各级学校中，高等学校率先步入正常化发展轨

道，并在之后二三十年里始终起着教育改革风向标作用。由此又可以说，“文革”结束后中国教育的

恢复和重建，最先建立起的一个学校层级依旧是大学。

大学之后得以建立的学校层级依旧是小学。１９７８ 年 １ 月教育部颁发《十年制全日制中小学教学

计划试行草案》，规定全日制中小学学制为十年，中小学各五年，中学则分初中三年高中二年两段。⑥

“文革”结束后中小学校改革揭开帷幕。缩短学制是出于有利于普及教育的考虑。１９７８ 年 ４ 月全国

教育工作会议召开，提交大会讨论的《１９７８—１９８５ 年全国教育事业规划纲要（草案）》中提出，到 １９８５

年，在普及小学教育基础上，农村基本普及八年教育，城市基本普及十年教育。然而，到 ７０ 年代结束

时，五年制小学也尚未普及，而且各地又纷纷提出要将中小学学制恢复为 １２ 年。于是，１９８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将中小学学制调整为 １２ 年，并将

普及教育目标作了调整：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全国基本普及小学教育，有条件的地区还可以进而普及

初中教育；经济较发达、基础较好的地区应在 １９８５ 年前普及小学教育，其他地区一般在 １９９０ 年前基

本普及小学教育，极少数经济特别困难、山高林深、人口稀少的地区可适当延长普及期限。⑦ 明确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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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小学教育任务，这就意味着在各级学校系统中的基础层级———小学的建设继大学之后开始加速。

为适应深化改革的需要，１９８５ 年 ５ 月 ２９ 日《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发表。《决定》

正式提出“有步骤地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的目标，并将全国大致划为三类地区：城市、沿海经济发达

地区、内地少数经济发达地区，要求在 １９９０ 年左右普及初中教育，２０ 世纪末普及高中教育；中等发达

地区的镇和农村，要求在 １９９５ 年普及初中教育或职业和技术教育；经济落后地区，要随着经济发展，

采取各种形式，积极进行不同程度的普及基础教育工作，国家则尽力给予支援。与“普九”目标相关，

《决定》还提出“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目标。① 所有这一切，说明随着小学教育

的不断发展，学校系统的建设渐次向中学延伸。

１９９３ 年 ２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印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规定：全国基本普及九年

义务教育（包括初中阶段的职业技术教育）；大城市市区和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积极普及高中阶段教

育；高中阶段职业技术学校在校学生人数有较大幅度增加，未升学的初中和高中毕业生普遍接受不

同年限的职业技术培训；全国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使青壮年中的文盲率降到 ５％以下。② 在 １９９４ 年

６ 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确定“两基”为国家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当年 ９ 月国家教委又下

达《关于在 ９０ 年代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文盲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到 ２０００ 年占全国

总人口 ８５％的地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在 １０％人口的贫困地区普及和巩固 ５ ～ ６ 年级小学教育，在

５％人口的特别贫困地区普及 ３ ～ ４ 年级小学教育；在 ９０％人口地区扫除青壮年文盲，１５ ～ ５０ 周岁的

青壮年文盲率降到 ５％以下。③ 在世纪末被称作“两基”或“普九”“攻坚”的数年里，全国各地中小学

校建设取得新发展，成为实现“两基”和“普九”的基础性条件。到 １９９９ 年，全国实现“两基”的县

（市、区）已达 ２４２８ 个，人口覆盖率为 ８０％。其中，全国适龄儿童入学率和初中阶段入学率分别达到

９９． １％和 ８８． ６％；全国总人口文盲率下降到 １４． ５％以下，１５—５０ 周岁青壮年文盲率下降到 ５． ５％以

下。④ 与中小学校发展量的飞跃相得益彰的是，关注中小学校内涵发展的基础教育教育、教学改革也

在蓬勃发展，素质教育的提倡，学校课程与教材改革的实施，特色学校的探索，减轻学生学习压力和

课业负担的研究，从质的方面反映了中小学校的发展。１９９９ 年 １ 月，国务院正式批准《面向 ２１ 世纪

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在全面实现“两基”目标基础上，到 ２０１０ 年，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普及高中

阶段教育。同年 ６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提到加

快非义务教育的发展，构建有利于实施素质教育的人才成长的“立交桥”，表明对义务教育阶段后学

校教育的建设决心。尤其是中央政府承诺，从 １９９８ 年起，中央级财政中教育经费支出连续 ５ 年每年

增加 １ 个百分点。各地也纷纷响应，也提出在未来 ３ ～ ５ 年，在省级财政支出中教育经费每年增加

１ ～ ２个百分点不等。⑤ 这使得全国各地中小学校建设有了可靠的经费保障。只是到此时，中国各级

学校系统中的中学才算真正完善，中国现代各级学校系统才算真正建立起来。

五

为什么中国现代各级学校系统的发生走的是一条非典型的下延型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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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说：“从整体上看，学校制度（系统）是自上而下发展起来的。”既是指西方国家现代学校系统

的发生，也符合人类其他很多国家现代学校系统的发生。在欧洲，这一过程是个自然发生的过程，如

果从中世纪大学算起，这一过程延续了七八百年之久。而在许多后发的教育现代化国家，这一过程

则是人为建构的过程，既如此，也就表现出各自发生方式、发生路线、持续时间等等方面的不同。就

欧洲而言，学校系统“是自上而下发展起来的”有其必然性，那是由于古代教育多带有贵族教育或精

英教育的性质，古代传统学校体系中最为成熟、最为发达的学校层级是大学，基础阶段的学校并不发

展。而任何教育新生事物的产生都离不开已有的教育传统资源，欧洲历史上学校系统的发生也就自

然而然从较高的学校层级大学开始，自上而下地发展出来。杜威所言，当也包含着这一层意思。就

中国开始建立各级学校系统的近代社会而言，情况相似。１９ 世纪中叶，走到近代社会门槛边上的中

国传统教育最值得称道的是哪一个层级的学校？不言而喻，是大学，即京师的国子监，各地中心城市

的府州县学和散布在全国城乡的书院。中国如欲建设一种全新的学校，最容易想到要借助也最易于

借助的资源自然就是这些教育遗产。

但是，中国开始建立现代各级学校系统的过程还有着一个特殊的时代背景，即中国非常急迫地

需要通过教育来摆脱自己受欺侮的地位或者落后的地位，需要大量新型人才来承担起这一重要使

命。于是，自然就从能够早出人才、快出人才的学校层级做起，在学校系统中处于较高层级的学校，

往往就成为建设的最先入手处。这也就是为什么清末政府会在最初的教育改革（洋务教育）中首先

建起了一批专门学堂，新生的共和国会首先从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开始它的教育建设，新时期中国教

育会首先从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入手开始拨乱反正进而实现重建。

正因为三次中国现代各级学校系统的建设都具有十分的紧迫性，因此就都具有“干起来再筹

划”、边干边完善的特点。于是我们又看到，当把学校系统中最高的学校层级建设起来后，人们才认

识到学校系统中基础层级学校建设的重要性，或者人们才顾得上学校系统中基础层级学校建设的事

业，于是，又回去从小学做起，继之以中学。这就出现了本文所谓非典型的下延型学校系统发生

路线。

为什么中国现代各级学校系统的发生会经过重复三次建设才能最终形成？

从 １８６２ 年洋务派按西方模式创办新式教育，建立起各种专门学堂，到 １９０４ 年清政府颁布“癸卯

学制”，实施建立各级各类学校系统，到 ２０ 世纪末中国实现“普九”，中国现代各级学校系统的建立经

历了 １４０ 年时间，或许在已经建立各级学校系统的现代国家中是历时最长的了。在此过程中，中国

的各级学校系统经历了三次重建，前两次虽然也都取得一定的成功，但就各级学校系统的最终建立

而言，则都可说是前功尽弃，无功而返。唯有第三次即近 ３０ 年来的建设才算初步告成功。相比较同

样是教育现代化后发国家的日本费时 ３０ 多年建成现代学校系统，中国的道路可称太过漫长，我们差

不多晚了 １００ 年。从中国的各级学校系统的建立历程，我们看到中国教育的现代化过程是被大大延

缓了这一事实！

中国现代各级学校系统的三次重建情况各不相同。第一次建设因清政府的认识原因，在 １８６２

年之后的整整 ４０ 年里，并未形成各级学校系统，可以说错失了一次十分宝贵的现代学校建设机遇。

而在 １９０２ 年至 １９２２ 年的 ２０ 年时间里，清末政府尤其是民国政府抓住了一次历史机遇，次第构建出

颇为合理的现代各级学校系统的架构，并在之后的 １５ 年里将这一蓝图相当程度上予以实现。遗憾

的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打断了中国现代各级学校系统的建设进程，而之后的国共内战更使这一进

程难以为继。

第二次建设由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原因，放弃了前代经过 ８０ 多年（尤其是 ２０ 世纪前半叶）建立

起来的学校基础，从 １９４９ 年起开始按新的学校制度模式重新建设现代各级学校系统，在历经曲折

０９９



后，于 １９６０ 年代初形成按教育规律探索符合本国本民族特点的教育、建设现代学校制度的宝贵认

识，并也提出初步的学校系统构想。只是随之而来的十年“文革”又一次打断了中国建设现代学校制

度的进程，而且以更为激进的思想和实践使中国教育背离了现代学校的发展道路。尤其可叹的是使

中国又错失了一次更为宝贵的现代学校建设机遇。

第三次建设因为有着太多的前车之鉴，尤其是之前 ３０ 年的经验与教训，虽然其建设任务之艰巨

比较前两次建设不可同日而语，然而由于认识的正确，计划的合理，措施的得当，尤其是时代环境条

件的具备，到 ２０ 世纪末中国初步建成了现代各级学校系统，历时 ２０ 余年。可以说中国抓住了 ２０ 世

纪最后的一次极其宝贵的现代学校建设机遇。当然，过去的两次现代各级学校系统的建设也给第三

次建设留下了遗产———第一次建设留下的是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各级学校系统架构，第二次建设留

下的是建设“自己的东西”的信念及其初步的学校基础，还有就是整体构建学校系统的宝贵经验。

因此，中国现代各级学校系统的发生的非典型下延型路线有其必然性，然而重复三次则具有偶

然性。从中国现代各级学校系统的三次重建经历，我们也看到后发的教育现代化国家建设现代学校

其任务的艰巨和过程的艰难。其中，教育历史的遗产、教育改革的理念、教育改革的设计、教育改革

的时代环境，都会影响现代学校建设的开展、成败与效果。

（责任编辑：蒋永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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